【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徐焱琛教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陈  健  胡霭玲  梁信雯

一、采访时间

2010年5月15日。
二、采访地点

徐焱琛教授家

三、人物简介 
徐焱琛，男，湖北武汉人，1949年9月出生，教授、主任医师。原中药学院中药炮制教研室主任。中国中药协会饮片委员会专家组委员、全国中药炮制学会理事。马来西亚中医协会特聘教授。中药学硕士研究生导师。1996年曾被马来西亚中医学会邀请参加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被马来西亚《星州日报》等报道。参与3部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编写，《中药养护学》副主编，《中药栽培学》、《中药炮制学》编委。近年来主持省级课题两项和参与国家级课题4项，发表论文16篇，撰写专著4部。招收研究生2名。学术主攻方向：1.中药炮制的现代研究；2.中药炮制与临床疗效关系。

四、采访记录

问：徐教授，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求学经历吗？
答：我是1972年9月份进大学的。1968年下乡做知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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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军区的生产建设兵团。1972年的时候，就是工农兵学员，加上参加师里的考试就上来了，所以1972年我就到广东中医学院，即现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

问：那时候学校有几个专业呢？

答：那时候，广州中医药大学只有一个系，只有医疗系，没有中药系，也没有其他系。

问：一个年级有多少学生呢？

答：那个时候，我们年级总共是324人，在学校里头就是最大的一个年级了。

问：那时候整个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大概是多少人呢？

答：那时学校总共才两个年级，一个是70级，1970年入学，第一届的，我们是第二届的。1971年因为林彪事件就没有招生，1972年就是第二批进入大学的。我们是三百多人，70级的大概一百多人，那时候人还很少，总共四五百人左右。
老师也不多，几十个老师，教职工加起来最多也不到100人。那时候人比较少。实习基本上就在附院，只有一个附属医院。那时候省中医还不明确算是我们的附属医院，后来就明确了。我们实习就在第一附属医院和省中医。当时来讲，附属医院很小，门诊量也比较少，一天也就是几百人左右，不像现在，现在一般门诊量在六七千左右，省中医每天的门诊量大概是八千，九千。所以整个学校的发展规模比以前大很多。那时候我们72级的就分三个班，一个班一百零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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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时学生上学要交学费吗？

答：我们那个时候读书不像你们现在这样要交费，我们不用交钱，是国家给的钱，所以呢，吃的住的都是国家的，如果比较困难的学生每个月还有一点补助。每个月大概有8块钱的补助。

问：可以简单说说你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住宿条件吗？

答：饭菜都是发饭票，你够不够吃就是那些。一般那些女同学吃得少一点，就把饭票都给我们男同学。但那个时候不像你们现在，你们现在学生基本上都不用怎么劳动，那时候饭堂的打饭打菜，每天都有一个小组，一个小组有十几个人。每天中午和晚上都有一个小组到饭堂去干活的，择菜啊，洗菜啊，中午不用洗菜这些，主要是分菜，一碟碟地分好了，全部是学生自己分菜。分好了就给学生打饭打菜。每天都有一个班，一个小组，十几个人。在校的时候有一个年级要下乡，基本上我们那个年级那300多人的饭菜都是我们自己分的，饭堂的人数都是不够的，反正饭菜我们是分好一碟碟，你来了打给你就是了，一碟菜给你就完事了。每天下午呢，大概四点钟，就有一个班，一个小组要帮饭堂洗菜啊，炒就不用我们自己炒。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开心，而且生活比较有规律。不像现在的同学睡得很晚才起床。我们那个年代，6点15分起床号吹响，就要起床了。从这里，从广州中医药大学，我们那个时候分几个分队，七个分队，开始跑步跑到机场的边检站。跑到以前旧机场边检站大楼，然后再跑回来，才吃早餐。一洗完脸马上就要集合的了。吃完早餐就去上课，所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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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拿早餐去课堂的。不像现在有些学生拿着早餐到课间休息可以吃。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的，生活得比较集体化，生活得比较有规律。晚上一般十点半以后就熄灯了，熄灯号一响全部都要睡觉。整个学校旧的宿舍，学生宿舍一栋，你们现在住的临教一栋和临教二栋那些以前都是我们的学生宿舍来的。男女生分开住，就住在路边，芒果路那里。一个房间不像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一个房间如果有18个平米的话，大概住7个人。如果比较小的，11、12平米的，就住4个人，上下铺的架子床。一个房间里头4个架子床就等于8个位了。一个位是可以放行李的，其他是用来给7个人住，每个人就用一个小方桌。一般就是，18平米的房间就只有一个光管，40瓦的光管。

问：那时候学生学习都很刻苦吗？

答：那时候学生学习都比较自觉，大部分学生都是从基层来的，在当地表现都比较好，可以说是精英。我们学生是不用别人管的。整个管理都不需要人管，大家都比较自觉。从前来讲，那一段历程还是比较艰苦，但也锻炼了不少人。那个时候，很多到海南，我们到湛江，有一些是海南的知青，都是兵团战士，我们也比较适应，因为我在兵团本来就是一个部队的管理者，我们那些基本上是解放军管我们的。那个时候学生的求学精神比你们现在要好很多，可以这么说，是啊，我们基本上上课是没有人迟到的，你看一百多的学生上课，我们就在第一、第二、第三大课室，有时候上大课，三百多人的，整个课室就挤满了，有时候，邓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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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教授，关汝耀教授这些老先生，现在剩下的就邓铁涛了，很多老的教授你们都没见过了，他们跟我们上课的时候，大家是抢位置坐的。不像你们现在有录音，有什么的，人家都是拿笔头来记的，而且上课生怕老师的讲课漏了一点点。那个时候都是自编的一些教材，学校编写了一些教材，那些教材我们都是记得很详细的，都是记在我们的教材里头，教材都是留着，放在床底下，现在看到以前的笔记都是很仔细的。不像你们现在，一到考试前，有些学生就拿着录音，PPT，而且印刷也非常发达了，可以拼命地把笔记复印，而且有些学生现在根本就不听课。我们那个时候不行的，如果不听课，也要处分的，我们如果不去听课，你要讲明你的原因，没有病你不去上课的话，是要批评的。但基本上也没有这样的现象，因为大家相对来讲比较自觉。经过文化革命，那么几年，下过乡，很多人都受过很多苦，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一般学习都比较刻苦。可以基本上这么说，上课没有人迟到，偶尔有个别同学迟到，就是第三第四节有病去卫生所拿点药。但是不敢像你们这样，有时候从老师讲台大摇大摆地过，我们哪敢这样啊？所以我看到我的学生我就说，大学的讲台不是自由市场，随便进出的。我们那时候迟到要报告，老师要问清原因你才能进来。个别同学大胆一点，就从后门，第二大课室都有后门的，从后门看老师写黑板的时候，偷偷地进来。一般都不敢这样，迟到都是有原因的。像大课，几百人一齐上的话，好像邓铁涛的一些讲座啊，关汝耀，周子容，罗元恺，名老中医啊，大的讲座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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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大家都很早地到课室，个个都抢位置的，个个都占好位置，我们上课也是，早早地就到课室，自习一下，看看老师要提哪些问题啊，做一个预习，现在学生都没有预习的习惯了。我们下一节课讲什么都有一个课程表，跟你们现在一样，课程进度表，每周都要看看，先预习一下老师要讲什么。相对来讲，学生的自学能力比较强一点，晚上呢，大多数，有个别就是在宿舍里头，如果认为比较吵的话，大部分在图书馆自习。自习来讲，不到熄灯，没有人回来的，个别同学比较勤快一点的，晚上买点蜡烛点起来在课室里头学习也有，很个别的。但那个时候不允许，因为正常的休息，关系到整个身体。但是我们那时候的人身体状况比较好，劳动观念都比较强，比较自觉。像我们到附院上班的话，一般八点钟，如果你到门诊的话，七点四十五，最迟七点五十就到了自己的诊室。那时候诊室是没有人打扫卫生的，公共卫生是有人打扫，但是诊室卫生都是我们自己帮老师，先把地板扫一扫，桌子擦一擦，跟老师倒满一杯水，每天早上都是这样的，养成了一个习惯。如果下班以后，老师走了，我们就要把所有垃圾都扫出门外，门外就有人打扫卫生，课室，诊室里头的卫生都是自己打扫的。

问：您在我们学校学习了几年？

答：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了三年半，后来又进修了一年，总共就是四年半。在经典著作班再读了一年。

问：是不是进修完就在我们学校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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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我是毕业了以后刚好留在学校。1975年年底，正式在我们学校工作。1977年又在经典著作班进修一年。
问：您当时在我们学校教什么科目？

答：我那个时候是在中药方剂教研室。教了十年的方剂，原来开始在内科，后来又分在中药方剂教研室。教了方剂十年以后，刚好中药方剂教研室就分了三个教研室，一个中药教研室，一个方剂教研室，一个炮制教研室。我就到了中药炮制教研室。1984年成立中药学院，刚好需要人，我就到南京中医药大学去进修了，后来主要是在学校的内科门诊上班。

问：那时候您是同时在学校和我们学校附属医院上班吗？

答：基本上我是一边教书一边在门诊上班。我一直都是在我们的一附院和省中医上班，我从1975年开始在省中医，一直工作到去年2009年。

问：教授您在教学期间有哪些科研方面的工作呢？

答：科研方面就是主持过两个省级的课题，作为副主编的著作有一本叫《中药养护学》，作为编委的有三本。我本身是中国中药饮片专家组的一个成员。

问：您在广中医工作期间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呢？

答：我们学校那时的名称是广东中医学院，不叫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不记得是哪一年学校更名的，好像是九几年……我记得我当时还拍了一些照片。在挂牌那天我拍了一组照片。

问：是1995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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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像是。我这里应该有照片。这一张（教授拿着相册告诉记者）照的就是我们学校改名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具体什么时候拍的我一下子忘了，这张照片就是更名的时候拍的，在学校各种画册里都登过的，校报以前也刊登过的。

问：这张照片我在学校很多刊物上都看过。

答：这张我是在三元里对面拍的，在校门口对面，过了天桥，从那里拍整个庆典。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改名为“广州中医药大学”。

问：您是不是经常参加我校大型活动的摄影工作呢？

答：嗯，大部分的活动我都参与，好像这个星期我就回了大学城校区两次。

问：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参与学校的摄影工作的？

答：10年前吧。我拍了些校景照片，有些给学校用来做宣传资料。

问：教授您参加了这么多学校活动的摄影工作，有哪些比较重大的活动呢？

答：主要是省委书记张德江到我们学校视察。

问：是什么时候呢？

答：这里应该有照片的，我一下子忘了时间了。基本上学校的大型活动我都参加过，好像我们学校大学城校区的开工典礼啊，校庆等等我都参加过。

问：大学城校区的开工典礼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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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我真的忘了，要查一查才知道。

问：教授，学校现在正在开展校园精神大讨论，您觉得那时候的广中医精神是什么？

答：那时候的广中医精神是勤奋、诚实、活力、健康。以前的人比较勤奋诚实，而且比较具有活力，身体也比较健康，大家之间的协作精神比较好，求学的精神比现在好。

问：那您觉得现在的广中医学子应该具备怎样的精神呢？

答：我觉得现在的学习氛围比以前差，一些研究生写的字比小学生的字还难看。我觉得起码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应该要具备的，以前的老先生的字都写得很好，好像我跟的邓铁涛、关济民、周子容、关汝耀等老师写的那些字在我们学校都可以看到，都是写得非常漂亮的，有自己的风格。很多老先生以前都是用毛笔来开方的。另外我个人觉得整个学校缺乏一种“德”。我当了我们教研室十几年的主任，很多活都是我自己带头干的，但是计算机方面我们肯定没有你们年轻学生那么熟悉，现在又搞了新的软件数学统计，有时我叫我们教研室的一个研究生做一做，他好像都很有意见，后来我都生气了。以前我们的主任叫我们干活，如果我们懂的，不用叫我们都很自觉地去做。

问：教授您现在退休了，对于学校党建工作有什么经验或者说启发呢？

答：那时候入党很严格。以前的党员在人民群众，老百姓的心中影响是很大的，以前的党员真的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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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什么脏活累活都是党员干的，模范作用很强，而且是不用催党员交党费的，很自觉。现在在学校入党比较容易。
问：那时候我们学校发展的党员多吗？

答：比较少，但我们那批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因为都是从下面基层上来的。三百多人中大概有五六十名党员，那时候算是比较多的了。

问：教授您有什么话想对同学们说的呢？

答：我希望学生们能够做到，第一个是诚实，第二个是勤奋，另外还要身体健康。身体确实很重要，现在很多学生晚上玩电脑都搞得太晚，好像我儿子也是这样，天天晚上搞到十一二点一点多，早上上班有时候也起不了床。除此之外，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如果有机会的话要回报自己的母校。

问：那您对青年教师有什么寄语？

答：我经常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们教研室的年轻老师，我们自己的讲稿都是给他们看的。我在整个教研室里的教学课时是最多的，而且难点基本上是我去上的，但是有时候叫他们做一点小活都有意见。寄语就是除了在业务上要刻苦钻研之外，另外还需要学会诚实做人，谦虚待人。

（注：本采访组获得2010年“口述校史”活动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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